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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国分析哲学家关于文化多元主义
与辩证法的论争

——以金岳霖、张东荪与张岱年的逻辑哲学为切入点

徐英瑾

摘 要  20世纪上半叶，汉语哲学界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作为罗素访华事件的副产

品，分析哲学的方法与数理逻辑的工具开始传入中国学术界；二是以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

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在汇通中西哲学资源的基础上，开始建立汉语自身的新哲学体系；三是

唯物辩证法开始传入中国。三股思潮剧烈碰撞，最终使得两个逻辑哲学问题成为当时学界

的重要话题：一是数理逻辑能否成为各文明体哲学构建的基础框架？二是数理逻辑究竟是

辩证法需要克服的对象，还是与之并行不悖，或者是形而上学构架的逻辑基础？与今日中国

哲学界的风气不同，当时中国一流的哲学家特别是金岳霖与张岱年，在面对张东荪提出的

“逻辑多元论”时，都愿意为数理逻辑的基础地位提出全面辩护，并且认为数理逻辑的使用既

不影响哲学构建的民族特色，也不影响辩证法继续在方法论上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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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哲学研究的基本依托之一是逻辑分析，而在跨文化的背景中进行逻辑分析，很难不考虑特定的

文化风土对于哲学家使用的逻辑工具的影响。难免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文化

的世界通用逻辑？无独有偶，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复杂纠葛，也会促使人们发问：辩证法究竟是

一种方法，还是一种真正的逻辑？一个辩证法的使用者是否可以做到同时遵守形式逻辑？等等。有意

思的是，这些在今天依然被讨论的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在中国哲学界成为学术热点话题。本文拟

对该段学术史作出重构，希望能够起到温故知新的作用。

本文处理的是东方哲学家对于逻辑本性的看法，讨论自然将始于分析哲学的传播与文化传统之间

关系的讨论。

一、中日文化中的分析哲学传播路径

众所周知，在今日中国的哲学界，欧陆哲学的研究力量的确略强于分析哲学。但观察者若由此得出

“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更容易接受欧陆哲学而非分析哲学”的结论，则未免罔顾历史事实。实际上，若仅论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哲学界情况，英美哲学资源的吸收效率是远高于欧陆哲学的。这是因为大批中国

哲学研究者有留美学习的背景。譬如，金岳霖（1895-1984）、冯友兰（1895-1990）、胡适（1891-1962）都是

留美的，张东荪（1896-1973）虽是留日的，但他的学术工作很少引用日语资料，而多引用英语资料。甚至

在德语世界学习的两位著名中国学者熊伟（1911-1994）与洪谦（1909-1992），后者也是分析哲学路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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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学者相较，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哲学家往往是留德学习的，其中的杰出人物有：京都学派的

二号人物田边元（1885-1962）、在思想上亲近马克思主义的三木清（1897-1945）、美学家阿部次郎（1883-

1959）、风土文化论的提出者和辻哲郎（1889-1960）、教育哲学家天野贞佑（1884-1980）、深受胡塞尔与海

德格尔赏识的“偶然性”哲学家九鬼周造（1888-1941）。京都学派的头号哲学家西田几多郎（1870-1945），

因家庭原因而未赴德，却有在中学做德语教师的经历，其哲学建树与德语哲学特别是现象学的呼应也比

较强。值得一提的是，在1920-1921年，西方分析哲学界的领军人物罗素先后访问了中国与日本，他在日

本得到的精神共鸣远不如在中国得到的回应［1］。当时的观察者若仅仅局限于上述现象，或许立即会得出

“中国文化更亲近于英美分析哲学，而日本文化更亲近于德式欧陆哲学”的结论。以今天的视角观之，这

一结论显然是偏颇的，其偏颇性或许不亚于“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更容易接受欧陆哲学而非分析哲学”这

一时下的流行观点。

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甚至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哲学工作者都是当事国人口比例中微不足道的一小

群人，学术路向采取何种方向，往往与偶然因素关联颇多，而与该国的文化传统未必有直接关系。具体

而言，中国哲学家多留美，乃是因为自严复以来英语世界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占据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

头，而日本学界对德语哲学更感兴趣，则是因为自江户时代以来日本学界就有一个通过荷兰语了解西方

文化的小传统，而未必是因为日本人天然就排斥英美分析哲学。而文明的大传统与学者自身努力之间

的非相关性，自然使得以金岳霖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完全有可能在一个缺乏逻辑研究大传统的国度建

立一个微环境，以便不受干扰地研究和传播数理逻辑以及思考逻辑本质。具体而言，即使在抗日战争的

严酷环境①里，当时的中国哲学家也已经就两项至今看来还未过时的逻辑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第一项讨论是：逻辑究竟是“一”还是“多”？换言之，不同的文化传统都能造就自己的逻辑，还是所

有的逻辑在本质上是一种逻辑？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这一讨论主要在张东荪与金岳霖之间展开。

这大致对标西方哲学界詹姆士“认识论多元论”与罗素“逻辑一元论”的争鸣。二战后不同逻辑体系的发

展令人眼花缭乱，而文化相对主义在学术界的建制性力量不断增长，这令当时的那种讨论还有当代意

义。就目下的情况而言，在“多”与“一”的斗争中，“多”的力量略占上风，逻辑学作为一门统一科学的地

位受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站在“一”这边的金岳霖的逻辑哲学观点，就会对今日的类似讨论提供有益

的参考。

第二项讨论是：到底该如何正确看待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辩证逻辑是与形式逻辑比肩而

立的同级概念（如直流电是交流电的同级概念），还是与之不同级的高层概念（如元哲学是哲学的上级概

念）？此问题的提出，是与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类辩证唯物主义教材在中国的传播有关的，在

当时深入研究此问题的代表性哲学家是张岱年先生。张岱年的辩证法观既能保留辩证法的合理性，又

不至于伤害形式逻辑的基本盘，可谓两全其美之策。可惜的是，在笔者已知的范围内，张岱年的解决方

案几乎已被今日的学界遗忘，大有重新激活之必要。

上述两项讨论牵涉具体问题不同，但旨趣都在捍卫逻辑分析的尊严，能够使得纯粹的逻辑研究的独

立性在与文化多元主义或辩证法的竞争中不至于受到损害。这两项讨论的深层蕴意是与弗雷格、罗素

时代形成的分析哲学的道统相合的。金岳霖与张岱年的相关工作用汉语完成，足以说明一种基于汉语

表达的分析哲学的可行性。

二、金岳霖与张东荪关于逻辑本质的论战

张东荪与金岳霖之间论战，缘于前者的一篇论文《不同的逻辑与文化并论中国理学》②。在这篇论文

① 本文讨论涉及的几篇重要哲学文献，都是在抗战期间首次发表的。

② 今收录于张汝伦所编的《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原文首发于1939年第26期的《燕京学报》。

··7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4 期

中，张东荪认为世上逻辑至少分为四种：传统逻辑（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代表）；数理逻辑（以弗雷格-罗

素逻辑为代表）；形而上学逻辑（以黑格尔的逻辑为代表）；社会政治逻辑（这大约对应于黑格尔式辩证逻

辑在社会政治领域内的运用）。深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论影响的张东荪认为，每种逻辑的诞生都与特

定文化的需要有关，这些需要彼此之间不可通约，以上四种逻辑也是不可通约的。张氏的论点可以概括

为表1。

张论的支持者或许能为四种逻辑的不可通约性提供如下论据（某些论据是笔者根据张论之精神补

充的）：

第一，数理逻辑不能取代传统逻辑。在数理逻辑已经被发展出来的今天，传统逻辑在日常生活中的

地位依然没有被取代。譬如，我们判断昨日的张东荪就是今天的张东荪，依然使用传统的主—谓逻辑。

第二，形而上学逻辑不能取代社会政治逻辑。在神秘体验中获得的对于普罗提诺式“太一”的感受，

无法直接消弭现实政治领域内的种种裂痕，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何同样属于新教阵

营的德国与英国会两次成为敌国。

第三，数理逻辑无法取代政治逻辑与形而上学逻辑。此二者的讨论对象——政治阵营与神秘体验

——都无法被化约为彼此之间呈现出离散关系的命题。

针对逻辑多元论的主张，金岳霖在《论不同的逻辑》①一文中提出了驳斥。他的总论点有两点：

第一，张东荪从根本上混淆了逻辑与逻辑学。逻辑是作为学问的逻辑学的研究对象，而逻辑学则是

对逻辑加以研究的手段与方法。金岳霖不否认在逻辑学的层面上，文化的影响会发生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在逻辑的层面上，不同的逻辑学针对的是同样的研究对象。逻辑的非文化性类似于物理规律的非文

化性。人们可以设想某文化完全缺乏研究物理学的传统，但很难设想在该文化面对的物理环境中，物理

规律竟然完全失效。类似的，我们都知道数理逻辑是经德国人弗雷格、意大利人皮亚诺、英国人罗素与

奥地利人维特根斯坦之手发展起来的，但绝不意味着这种逻辑仅仅对西方人有效。在金岳霖看来，张东

荪将逻辑学来源的文化属性挪移到逻辑自身的做法，荒谬程度可类比于“因警察为维持治安而生而将警

察等于维持治安”，属于标准的“发生学谬误”［2］（P386-387）。

第二，张东荪混淆了专业领域使用的“逻辑/逻辑学”与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逻辑/逻辑学”。后者

往往是在理论的意义上使用“逻辑”一词的。譬如，当某人说“我不理解你的逻辑”，本想说的是：“我不理

解你的这套理论。”从这个角度看，张东荪说的“形而上学逻辑”与“政治逻辑”宜说成“形而上学理论”与

① 此文最早发表于1941年《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现收录在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会所编的《金岳霖文集》第2卷。

表1　张东荪的逻辑四分法

类型

编号

1

2

3

4

类型名称

传统逻辑

数理逻辑

形而上学逻辑

社会政治逻辑

应对的社会文化需求

在民主社会中对辩论活动的规

范性进行界定

为数学的发展提供工具

对于宗教的神秘体验的表达

为政治活动提供表达工具

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

建立词项逻辑，并通过基于词项逻

辑的三段论确立正确的论证形式

将函数的思想引入逻辑，并将整个

命题视为变元，主—谓分析法则让

步于基于命题函项的分析法

无论面对何种对立，都认为能够找

到统一二者的途径

区分政治阵营，敌人赞成的我们都

要反对，等等

特点

尊重基于主—谓逻辑的同一

律

运算机械化，基于主—谓逻辑

的同一律的重要性则被削弱

尊重包摄正、反对立的合题

非此即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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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论”为妥，精确的翻译能够使逻辑自身的纯洁性得到维护，使得张氏的“逻辑多元论”更显薄弱［3］

（P390）。

在上述总的批评意见的指导下，金岳霖专门讨论了传统逻辑与现代数理逻辑的关系。一个有趣的

切入点是对于蕴含问题的讨论。在张东荪看来，基于传统词项逻辑方式，一个命题若要蕴含另一个命

题，二者就需要分享共同的词项。譬如，在三段论推理中，若无“中项”的中介，大前提与结论无法被归入

同一个推理。从传统逻辑的立场上看，“若张三去了李四家，李四就会高兴”便是一个关于蕴含的正常使

用案例。与之相较，在现代数理逻辑中，逻辑学家却被允许说“若张三去了李四家里，则老虎会吃人”这

样在传统逻辑看来莫名其妙的话，相关的理由是：实质蕴含的逻辑规则，只要不出现“p真且q假”情况，

允许任何具有“p→q”形式的推理形式为有效的。在张东荪看来，传统逻辑与现代数理逻辑已非一种逻

辑。针对此论，金岳霖的反驳是：我们完全可以将传统逻辑中以词项为基础的三段论推论模式顺化为基

于实质蕴含的现代梳理逻辑推理方式，而这足以反证出两种逻辑无本质不同。表2体现了一个基本的操

作案例：

面对金岳霖的批评，张氏“多元论”的支持者将何以应对呢？他们或许这样反驳：表2从谓词演算刻

画法到命题演算刻画法的转换，牺牲了太多的信息量，特别是忽略了概念之间的语义联系。在表2的第

2和第3列，“人”与“理性”之间是存有基于常识的语义联系的，一旦将其变成干巴巴的“p”与“q”，二者之

间的语义联系消失了。基于外延主义预设的数理逻辑的操作模式，却恰恰倾向于忽略概念之间的语义

内涵联系，仅从命题之间的真值联系看待问题。这也是“真值函项语义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何真值函项语义学对于日常语义的某些牺牲会造成真正的理论问题呢？张东荪没有讲清楚。在

笔者看来，倘若张东荪有机会了解二战后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他或许会这样重新组织他对于金氏的反

驳理由：按照数理逻辑方式编程的一个人工智能系统，会因为无法迅速把握概念之间的语义内容而陷入

框架问题的泥潭，这就足以表明数理逻辑无法取代传统逻辑而成为刻画日常语言的合适工具。换言之，

数理逻辑只能用于数理处理，只能成为诸多种类逻辑中的一种。

这里所说的框架问题究竟是何意义呢？这大致是指：在基于数理逻辑的人工编程方案中，一个系统

如何在表征一个前提与一个结果之间的逻辑蕴含关系的同时，不去表征该前提与那些“非效果”（non-ef‐

fect）之间的关系，由此大大节省编程成本。举个例子，按照常识，倘若我按动了电脑启动键，电脑就会开

机，但张东荪不会因此而复活。电脑开机就是按动电脑启动键的效果，而张东荪的复活是相关行动的

“非效果”。根据人类的正常思维，没人会在表述行动与效果之间的蕴含关系时，再去表述那些“非效

果”，因为这样的“非效果”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为何不提孝庄皇后的复活。人类的思维之所以能够一下

子把握“张东荪的复活”是一个“非效果”，乃是人类已经对世界中各事项的因果关联有缄默领会。与之

相较，依据数理逻辑的表述方式，特别是在 “真值函项语义学”的外延主义前提约束下，各个命题函项与

各个命题的语义关联是没有办法得到简洁表述的，除非编程者预先用一些框架公理告诉系统，哪些事情

与哪些事情的确是不相关的。然而，这些框架公理的数量必然是非常庞大的，一种按照数理逻辑运作的

人工智能系统是不可能在面对开放的问题解决场景中真正具有运作效率的［4］。这一点似乎印证了张东

表2　传统逻辑的三段论到数理逻辑的转换方式示例

三段论构成要素

大前提

小前提

结论

传统逻辑

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

所有的无毛二足动物都是人

所有的无毛二足动物都是理性的

数理逻辑的谓词演算记法

若x是人，则x是理性的

若x是无毛二足动物，则x是人

若x是无毛二足动物，则x是理性的

数理逻辑的命题演算计法

若p则q

若q则 r

若p则 r

    注：根据《金岳霖文集》第2卷P395-396页的讨论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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荪的判断：数理逻辑无法应对日常生活中的逻辑推理。

面对这种基于人工智能最新发展情况而得到重新表述的张氏“逻辑多元论”，金氏的“逻辑一元论”

是否有办法回应呢？答案是肯定的。在这里我们必须要了解金式逻辑学的形而上学背景。在金岳霖看

来，逻辑框架不是主观的思维规律，而是固化在世界的形而上学框架之中的。在金岳霖的形而上学著作

《论道》中①，这种结构被称为“式”。按照这样的思路，某种逻辑推理是否在人类的实际认知中有效执行，

与这种推理是否反映了世界运作的基本架构，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框架问题”即使暴露了数理逻辑

在刻画日常推理方面的笨拙，也推不出数理逻辑不是世界的形而上学构架的正确反映。形而上学架构

对于所有的别的架构如人类认知架构具有托底作用，逻辑的统一性依然能够得到保证。具体到实质蕴

含的问题，逻辑学家或许会补充说：实质蕴含的一些具体案例的确是违背直觉的，但实质蕴含的逻辑规

则至少表述了蕴含之日常用法的最简含义，即不允许从真前提中推出假信息来，因此，它便构成了蕴含

之日常用法的基底。二者的关系类似西施的骨架与西施外貌的关系。我们切不可因为惊骇于西施骨架

的模样而否认这些骨架的确托起了西施的血肉，我们也切不可因为实质蕴含规则的抽象性而否认其的

确托起了日常生活的蕴含推理的底子。

对于上述的应答方式，张氏多元论的支持者会不服，因为张东荪清楚地反对“形而上学架构构成了

所有的别的架构（如人类认知架构）的基础”这一传统元哲学观点。受英国古典哲学研究者孔福德的名

著《从宗教到哲学》②的影响，张东荪认为形而上学只是传统宗教在现代的遗留形式，任何一个形而上学

体系与基督教的受洗式一样，只不过就是林林总总的人类文化形式中的一种罢了③［3］（P511-536）。金岳

霖试图将数理逻辑与形而上学捆绑来为逻辑的统一性做辩护，对张东荪是无效的。

在笔者看来，面对张氏的这种极端文化多元论立场，金岳霖之论的支持者依然有话可说。金岳霖本

人就曾调侃道，张东荪是从事过学术翻译工作的，当然知道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交流是可能的，可

张氏却在哲学表述的时候故意忘记了这一点［2］（P385）。在一个缺乏形式逻辑系统的文化中长大的中国

学者如金岳霖，既然完全有可能读懂罗素与怀特海写就的《数学原理》，也就意味着逻辑中有不可被还原

为特定文化之特殊性的普遍性成分。依据此思路，数理逻辑虽然抽象而无法直接贴合日常推理的诸多

细节，却依然可以构成世界架构中最基础的成分。

那么，在形式化的数理逻辑的基础之上，人类别样的推理方式是如何在不与这个基础发生冲突的前

提下，层层叠叠地累加上去的呢？张岱年提出了他的主张。

三、张岱年论数理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

张岱年先生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是一位中国哲学家，但其著名的“天人五论”约完成于1942-1944年，

涉及的分析哲学思想含量很高。尤其第一论“哲学思维论”，本质上就是一篇关于逻辑哲学的长篇论

文④。如果说张东荪与金岳霖的论战试图解决的是“使得特定逻辑学思想得以萌发的文化背景”与“逻辑

自身”之间关系的话，张岱年关心的则是演绎逻辑（包含传统逻辑与数理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也就是

张东荪心目中的“甲、乙两型逻辑”与“丙、丁两型逻辑”的关系。张岱年对这一问题感兴趣，是因为时代

的刺激：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阅读恩格斯、列宁与斯大林著作的中国学者，尽管初步熟悉了唯物辩证

法，但辩证法思维的典型特征（如拥抱矛盾）与形式逻辑思维的典型特征（如厌恶矛盾）却水火不容。面

对这种情况，有几种处理方案：

第一， 拥抱形式逻辑，彻底摒弃辩证法，如主流西方分析哲学家所做的。

① 此书也收录于《金岳霖文集》第2卷。

② 此书首版于1912年。

③ 张东荪在其《形而上学之性质》一文中更详细地阐发了这个问题。

④ 目前收录于李存山编的《张岱年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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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用辩证法消融甚至否定形式逻辑，如金岳霖本人在20世纪下半叶的某段特殊历史时期，曾批

判自己早年对于数理逻辑的执著是“未见辩证法之大道”。

第三， 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两者应该井水不犯河水，如张东荪之论。

第四， 认为形式逻辑是托底思维方式，辩证法是某种高层的思维器具。器具之用，不会影响托底逻

辑的运作。形式逻辑依然能够实现大一统，如张岱年之论。

为何形式逻辑肯定是托底的思维方式呢？张岱年与金岳霖的理由类似：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包含

的形而上学信息，乃是不可否认的最基本事项。张岱年逻辑哲学中基本的逻辑要素与形而上学要素之

间的对应关系，见表3的概括：

依据表3，只要你认为世界中有特殊与一般的区分，有物体、事实、性质、关系，你就得让与之对应的

逻辑要素进入语言。既然很难设想世界的构成竟然会缺乏这些要素，我们就很难设想这些逻辑要素不

会对任何有意义的言说形成托底作用。

在张岱年看来，不但逻辑要素对于思维与言说不可或缺，一些基本的逻辑规律的有效性也是不容置

疑的。他指出，传统逻辑的三大规律同一律、矛盾律与排中律，并不与辩证法强调的事物的可变化性相

矛盾。他写道：

同一律并不否认变化之存在，亦不否认一物有不同方面。同一律所表示者，止是一物或

一事有相对的对立，即与他物他事有其殊别。如蚕可化为蛾，然此化蛾之蚕与其所化之蛾，不

失其为一物。如电露泡影①，倏忽变灭，然当其显现之时，各有其一刹那之个别的存在的。如

一物在其一方面，与某一时间，有一性征，虽其在同一方面，于另一时间，有他性征，或于同一

时间在另一方面，有他性征，然在此时间此方面有此性征。同一律乃表示存在之分殊，而非否

认分殊之间之关系。［5］（P71）

现在我们将张岱年的论述加以重构。按照张岱年的思想，同一律的基本表述形式“p↔p”，如果用亚

里士多德式的第一实体的专名填入“p”所表示的空位，我们或许会遇到使得这一规律不再起效的反例。

譬如，若张三昨天是人，今天则像卡夫卡《变形记》描述的那样变成了一条虫，那么，若有人继续说“张三

↔张三”，这个说法不会得到普遍赞同。但若假设张三在今天某个时空中的特定状态为“p”，而某人在此

基础上说“p↔p”，那么，这一点的有效性不会受影响。于是，我们就要区分三种矛盾：

第一种是纯粹形式意义上的矛盾，如“p↔p”与“~ p”不相容；

第二种是语义上的矛盾，如“善”与“恶”不相容；

第三种是经历各种变化而同一的个体上的矛盾，如“曹操是大汉功臣”与“曹操是汉贼”的矛盾。

很显然，只有第三种矛盾才是允许在日常语言中存在的，而第一与第二种矛盾是不允许存在的。譬

① 按：“电露泡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一语的缩写。

表3　数理逻辑的基本要素与形而上学要素之间的对应关系

编号

1

2

3

4

5

6

逻辑要素

命题内部有主—谓之分（传统逻辑）或主目—函项之分（数理逻辑）

有专名

有真命题

有单元谓词（如“……是红色的”）

有多元谓词（如“……与……结婚了”）

有蕴含关系

形而上学要素

世界中有殊相与一般的区分

有物体

有事实

有性质

有关系

有事实之间的秩序

    注：根据《张岱年选集》P71的讨论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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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即使我们可以说“某人是善恶之矛盾统一体”，我们也无权说“善本身就是恶”。如果按照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论题1.1的著名本体论承诺“世界上只存在事实，而不是事物”，如此看待世界的话，我们就

会认为诸如“曹操”这样的个体乃是更基本的事件构成出来的（图1给出了可能的构造方式），而不是世界

自身最基本的本体论配置。这样一来，我们就完全可以在托底的意义上维护逻辑基本规律的尊严。

但为何我们还是一定要引入辩证法呢？

张岱年是在方法论意义上使用“辩证法”一词的，等于剥离了黑格尔赋予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意义。

辩证法是使得事物分析变得方便的一种工具，而未必反映世界真相。用张氏自己的话来说：

辩证法乃是考察事物之全貌以发现事物之变化规律之方法，亦即，考察一历程内之诸要

素与其一切相关关系，以及其对于历程之外之其他要素之一切关系，而寻求历程之内在的变

化根源，厘定历程之发展规律，以达到对于历程所含之诸现象之全面的理解。［5］（P74）

这一段文字充分解释了为何对于人类而言，辩证法是一种很有用的方法论。笔者对于张氏理由的

重构如下：

第一，人类的协同合作，免不了对于事物全貌的信息建模。譬如，几个警察一起办案，就需要对案情

的全貌进行信息建模。

第二，事物全貌往往牵涉一个复杂系统内部的多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比如，警察将杀人案涉案人员

的关系在黑板上用图谱表现的时候，其实就在试图建立自己对于案情全貌的认识。

第三，通过以上两条建立的系统以及系统中的各个要素，都具有承载变化而维持自身同一的特征。

如案情涉及的2017年的张三与2022年的张三，被默认为同一个人；涉及的案发地点，不会因为时间改变

而改变，等等。若非如此，这样的信息系统就会失去基本的稳定性而无法成为公共交流的对象。

第四，任何一个经历变化的事物，都极可能在不同的时空中承载不相容的性质。例如，张三在2017

年是一位守法公民，却在2022年欠下赌债，铤而走险，最终沦为罪犯。

第五，综合第3条与第4条，我们借以了解事物全貌的信息模型的整体以及其中的各个要素，都极可

能在不同的时空中承载彼此不相容的性质。

第六，要去使用经由以上五个步骤建立的模型，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为了竭力维护逻辑规则的

尊严而去消除所有的矛盾，并基于此思路将第三条涉及的所有变化承载者重新还原为与特定时空坐标

捆绑的特殊事件。二是为了维持模型的简洁性而容忍上文第五条涉及的矛盾。

第七，第六条所述两个选择，第一选会使模型可操作性丧失，于是，只剩下第二选可取。

第八，如果第二选频繁遭遇矛盾，那就需要一套新的话术，并逼使我们适应这种新的语言现象。

图1　从“事件”到“事物”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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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新的话术就是辩证法，它将一个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矛盾视为常态。

仅仅抽象地讨论一个体系内部矛盾的常态性，辩证法的丰富内容还是不能被涵盖。在综合前人辩

证法观的前提下，张岱年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列为六条：变化之常态性；事物之间联系之常态性；对立统

一；内在矛盾；量变与质变的互变；否定之否定［5］（P81）。笔者在此不欲讨论张岱年对辩证法六条的辨

析，而想就一个更根本性问题展开运思：为何这些规律必须被定义为方法论的部分，而不能被定义为世

界自身规律的部分呢？

倘若这些辩证法规律能够被定义为世界自身规律的部分，辩证法的存在就会影响形式逻辑对于整

个世界的形而上学架构的托底作用，使得基于形式逻辑的大一统方案失败。所以，张岱年逻辑观的支持

者就需要一个很强的理由，将辩证法挡在形而上学构建的门槛之外。张岱年关于此问题的表述如下：

……［辩证法］就其为客观规律而言，其性质有四点可说：（1）此等客观规律或客观情状之

陈述，乃相对真理；（2）此等客观规律或客观情况之陈述，并非唯一的客观规律；（3）此等规律

之获得实由于归纳；（4）在方法论中，此等规律乃居于基本前提之位置。［5］（P91）

张岱年仅仅愿意在相对真理的意义上承认辩证法规律有效，这与他对于形式逻辑规律的绝对有效

的背书构成了鲜明反差。

张岱年观点的基本论据是：辩证法规律的来源是经验归纳，经验归纳无法帮助我们获得绝对真理，

基于经验归纳的辩证法规律也不是绝对真理。若用逻辑经验主义的话术来说，辩证法规律本身依然是

某种更抽象的经验命题，都是可证伪的。“此种真理，在形式上可以改易，在内容上可有损益。”［5］（P91）

笔者认为张岱年的论证是基本成立的，但需要两条重要补充：

第一，辩证法运用的前提是要确立一个被讨论的系统作为论域，在此基础上确立系统的核心要素。

但哪些经验片段会被认为是一个系统，既与个体经验习惯有关，也与广义的文化传统有关。比如，在董

仲舒天人感应模型中，君主的德性与天体的运作被视为一个超级系统的要素，而今人不会作如是观。又

如，在今日的医学研究中，哪些人体亚系统彼此之间会被视为一个大系统的组件，哪些亚系统会被视为

与主题无关者，又依赖不同的医学传统的学术习惯。非常值得一提的相关案例是：自闭症是不是仅与中

枢神经系统相关，还是也与人类的消化系统相关？这显然取决于论者依从何种学术传统［6］。任何辩证法

规律运用的观念前提——系统本身的确定——均是漂浮在浩荡的经验之流上的浮萍，辩证法规律无法

具有逻辑规律的那种先验有效性。

第二，辩证法是一种话语方式，它就完全可能与别的话术产生竞争，面临竞争失败的风险。例如，中

国20世纪80年代广泛传播的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就在客观上构成了与自然辩证法之传

统话术的竞争关系。老三论似乎能更好地表述一个系统中各个要素的相互关系，这一点便进一步锁死

了辩证法的工具地位。用张岱年的话来说：“辩证法之原则，并非武断的教条，而为研究之指导；并非由

启示而得，而根据于经验。”［5］（P91）

顺便说一句，张岱年自述，他在20世纪上半叶对于辩证法的认知除了“自家体贴”的部分之外，主要

来自对于列宁、恩格斯与斯大林的著作阅读。张岱年没有提到马克思文献对自己的影响①，我们姑且认

为他当时默认马克思的辩证法观点与恩格斯没有重大差异②。然而，马克思从来没有写过以辩证法为主

题的专门著作，他只是按照不同的论题，将辩证法的论述方式贯彻于具体的研究领域。有意思的是，恰

恰从马克思本人对于辩证方法的片段式议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与张岱年的辩证法观相印证的因素。

譬如，在名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中，马克思一边强调，人们一定要在各个经济范畴所构成的

① 张岱年本人在1948年列举了当时他也已经接触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没有一本是马克思本人的著作。

② 除了《共产党宣言》等少数文本外，马克思的大部头著作是1949年后才在中国广泛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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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矩阵中，查看一个范畴的意义，这体现了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理，但马克思另一边也特别强调，研究

者一定要根据具体的历史经验，核定特定经济范畴与别的范畴之间的具体因果联系的强度。“虽然货币

很早就全面地发挥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因

素。”［7］（P35）政治经济学家无法脱离历史经验而先验地规定货币在一个经济学范畴矩阵中应当扮演的

因果角色。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显然来自实证的经济史考察，属于逻辑经验主义者所说的经验命题。马

克思与张岱年一样，也认为辩证法作为一种工具，随时需要被改进，其自身的特征必须与切实的实证研

究互相磨合，不能脱离经验而自成一体，更不能被教条化。这种意义上的辩证法观，是根本不可能对处

于先天为真状态的形式逻辑规律构成威胁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支持用辩证逻辑取代形式逻辑。

四、结  语

今日回顾金岳霖与张东荪关于逻辑本质的论战，以及张岱年对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的讨论，具

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今日的中国哲学界依然面临那时同样的问题，即在如何与西方哲学话术接续的前

提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话语体系。之所以需要强调中国哲学术语体系与西方哲学话术的彼此接

续，是因为当下西方哲学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优势，使得中国哲学家无法闭门造车。正如佛教进入中国

之后催生中国哲学新形态如朱子学与阳明学，必须包含对于佛教思想的积极回应方案一样，今日理想中

的中国哲学新形态也不得不汇通中西。汇通中西的话语体系的底层框架必然是逻辑，“是否存在一种统

一各种文明体系的大一统逻辑”就成为构建话语框架时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面对上述问题，张东荪

的答案是否定的，而金岳霖与张岱年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切不可由此认为张东荪所做的乃是捍

卫中国文化独特性的工作，而金岳霖、张岱年所做的工作则使得中国文化屈从于西方文化霸权。反过

来，我们可以将张东荪的文化多元论看成是西方的斯宾格勒、詹姆士与萨丕尔之论的余续，将金岳霖与

张岱年所做的工作视为东方哲学界试图向世界提供原创性与普遍性的哲学解决方案的努力。这种反向

解读是合理的，因为逻辑与理论或方法论本就不同，二者之间的不同也在金岳霖与张岱年的论述中反复

提及：逻辑是阐释理论的基本骨架，缺乏经验内容，而理论是在逻辑基础上完成的世界某一面相的模型，

多少是带一点经验内容的。中国的哲学家若要让他国哲学家对自己的成果感兴趣，就要提供自己对于

世界某个面相的新看法，这种创新自然就应当落在理论的层面而不是逻辑的层面。在逻辑层面上服从

通行于所有文化的大一统逻辑，不妨碍学者在理论的层面上给出具有文化特色的学术建构。

笔者的上述论断不意味着中国逻辑学家无法在具体的逻辑学构建中做出贡献。中国的逻辑学家可

以在模态逻辑、道义逻辑、直觉主义逻辑、量子逻辑等新领域作出与正统数理逻辑不同的学术成果。在

逻辑学界，学者普遍默认各种新逻辑是正统数理逻辑的衍生物，而逻辑学家能否做出贡献与他们所处的

文化传统没有本质联系。就分析哲学研究而言，学者们一般只会用到正统数理逻辑，特别是一阶谓词逻

辑与命题演算的分析手段，逻辑学家们发明的很多衍生形式工具，在哲学文献中的出现频率不高。从这

个角度看，目前逻辑圈子内的百花齐放状况，不能为张东荪的逻辑多元论提供足够有力的支持。

如何在维护形式逻辑尊严的前提下发展本土特色的哲学理论，是一件说易行难之事。依笔者浅见，

领会此类工作的诀窍，着手点恰恰是重读金岳霖在《论道》《知识论》中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形而上学

与认识论理论，在金氏哲学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毋庸讳言，以金岳霖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分析哲学家的学

术努力已经被大多数学人遗忘。要在这个艰难的学术领域吐故纳新，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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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nalytic Philosophers' Debate on Cultural 
Pluralism and Dialectics in 20th Century

A Survey of the Philosophy of Logic of Jin Yuelin， Zhang Dongsun and Zhang Dainian

Xu Yingjin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ree big events occurred in the Chinese-speaking philosophical circle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Firstly, as a by-product of Bertrand Russell's visit of China in 1920-1921, mathematical logic 

and the general methodology of analytic philosophy started to circulate in th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sec‐

ondly, leading Chinese philosophers represented by Jin Yuelin, Feng Youlan and Zang Dainian, by integrating 

domestic and western philosophical resources, began to establish their own philosophical systems; thirdly, 

dialectics was also introduced into China with the spread of Marxism. The complicated interplays among the 

preceding three factors prompted Chinese philosophers at that time to reflex upon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logic. One was whether mathematical logic could be the fundamental framework for 

accommodating varieties of philosophical constru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eatures of different civiliza‐

tions. The other was whether mathematical logic was something that should be replaced by dialectical logic, 

or something that it could co-exist with, or the logical foundation for any metaphysical framework. In re‐

sponse to Zhang Dongsun's "logical pluralism", top Chinese philosophers like Jin Yuelin and Zhang Dainian 

still attempted to defend the fundamental status of mathematical logic, which would neither jeopardize the na‐

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ny philosophy nor undermine the efficacy of dialectics as a useful methodology.

Key words mathematical logic; dialectics; cultural pluralism; Jin Yuelin; Zhang Dainian; Zhang Dong‐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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